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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土壤环境质量标准是土壤中各类污染物浓度水平的限值，而土壤环境质量基准和环境质量标准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

系和一定的数值关系。对不同国家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简要论述，说明了土壤污染风险评价与建立基于风险

的土壤环境质量基准之间的关系并阐述了痕量金属元素土壤环境质量基准建立的技术框架。在指出我国现有土壤环境质量标

准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探讨了有关我国土壤痕量金属元素基准及标准的修订和执行等方面的研究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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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定数量的外源污染物进入土壤后，不仅会导

致农产品安全、人体健康等问题，还影响到农产品产

量和生态安全。随着工农业的发展和城镇化建设，土

壤污染风险逐步加大。土壤污染事件的频发及其危害

程度的加剧[1~4]使得人们非常关注基于风险的土壤环

境质量标准。土壤环境质量标准是土壤中各类污染物

浓度水平的限值，是评价土壤环境质量优劣的尺度和

依据，它的科学制定与合理执行有助于解决土壤污染

的风险识别与评价、土壤污染控制与修复等诸多问

题，亦是对土壤进行科学管理的依据，而土壤环境质

量基准则是制定标准的基础数据和科学依据。本文在

阐述了部分国家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研究现状的基础

上，详细介绍了建立土壤环境质量基准的技术框架，

同时指出我国现行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存在的问题及

未来研究趋势。

1 国外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研究现状

欧美发达国家大力开展了土壤环境基准的相关

研究，分别从“人体健康风险”和“生态安全”角度建立

了土壤环境质量基准值，并基于不同类型基准值制定

了相应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初步形成了具有多层

次、多形式、多用途的较为完善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体系。

美国环保总署（USEPA）于 1996年颁布了土壤筛

选导则（soil screening guidance，SSG），提供了制定基于

风险的旨在保护人体健康的土壤筛选值的技术框架，

阐明了通用土壤筛选值的应用及区域性土壤筛选值

的制定方法 [5]；自 2003 年颁布土壤生态筛选导则

（ecological soil screening guidance，Eco-SSG）[6] 以来已

逐步建立了 17种痕量金属（或类金属）对植物、土壤

无脊椎动物和野生动物（鸟类和哺乳动物）的土壤生

态筛选值。目前已逐步形成了由多个标准组成的体

系，包括通用土壤筛选值（generic SSLs）、基于生态的

土壤筛选值（Eco-SSLs）、人体健康土壤筛选值及土壤

放射性核素筛选值等。

荷兰住房、空间规划和环境部（Ministry of

Housing，Spatial Planning and Environment，VROM）制

定了有机质和粘粒含量分别为 10%和 25%的标准土

壤中污染物的目标值 （target values）、干预值

（intervention values）及部分污染物造成土壤严重污染

的警示值（indicative levels for serious contamination）[7]。

其中目标值是指土壤质量具备可持续利用情况下的

污染物含量，即保护土壤支持人和动植物生存的全部

功能的污染物阈值；干预值是指土壤功能受到严重损

害时的污染物含量，该值是基于土壤污染物对人体健

康的影响及生态毒理效应的广泛研究而确定的；警示

值是指未规定其修复干预值的污染物引起土壤严重

污染时的浓度。而当土壤中污染物的浓度介于目标值

与干预值之间时，则需通过估算该土壤的最大允许风

险（maximum permissible risk，MPR），以确定是否要对

其采取进一步调查或干预。标准中规定了限量值的污

染物包括镉、铬、镍、铅、汞等 19种金属及类金属元素。

英国环境署以保护人体健康为目的制定了土壤

质量指导值（soil guideline value，SGV），该值是人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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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暴露于某土壤污染物时，对人体健康无风险或产生

最小暴露风险的浓度水平，基于有机质含量为 6%的

砂质土壤制定[8]。该指导值是通用评价标准，只用于评

价土壤中污染物对人体健康（保护对象不包括建筑工

人和非人类受体）的长期暴露风险，未考虑短期急性

暴露风险，且不可作为修复标准使用。英国环境署又

于 2009年将新开发的污染场地暴露评价模型及相应

软件用于修订和补充土壤质量指导值。同时发布了制

定生态风险评价土壤筛选值的征求意见，以期制定用

于识别土壤污染物对生态系统受体暴露风险的土壤

筛选值（soil screening value，SSV）[9]。

加拿大环境部长理事会（Canadian Council of

Ministers of the Environment，CCME）于 1996年分别制

定了保护生态和人体健康的土壤质量指导值，并取两

者中的最小值作为最终的综合性土壤质量指导值[10]。

又于 2006年对土壤质量指导值的制定规程中缺省参

数的设置、分配模型的使用、不同类型化学物质对应

的暴露方式、受体情况及暴露途径等内容进行了更新

和完善，规定了农业用地、居住 /公园用地、商业用地

和工业用地 4种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质量指导值的

推导方法和计算公式[11]。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是基于科学的基准值并结合

社会、经济、技术水平等因素制定[12]，且各国在标准制

定过程中所采用的基准值也不同（表 1），如基于生态

安全的“生态基准”或基于人体健康的“健康风险（卫

生）基准”。保护对象、土地利用方式划分、暴露途径设

置、毒理数据来源及评价方法、可接受风险水平高低、

土壤类型等因素的差异使得各国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差别较大[13]（表 2）。

因素
Factor
复值
调查值
土地利用类型
保护人类健康
保护生态系统
保护地下水和地表水

比利时
Belgium
√
√
√
√
√a

荷兰
Netherlands
√

√
√

德国
Germany
√
√
√
√

法国
France

√
√
√

瑞典
Sweden
√
√
√
√
√
√

挪威
Norway

√

√
√
√

英国
Britain

√
√
√

加拿大
Canada

√
√
√
√
√

瑞士
Switzerland

√
√
√

美国
U.S.A

√
√
√
√

中国
China

√a

√

表 1 制定土壤质量标准中考虑的因素[14]
Table 1 Key elements involved in the soil legislative framework of various countries

注：a表示只部分考虑

元素
Element

As
Pb
Cd
Cu
Zn
Cr
Hg
Ni

加拿大[15]

Canada

12
70
1.4
63
200
64
-
-

荷兰[16]

(目标值 /干预值)
Netherlands

(Target value /
Intervene value)

20/55
50/530
0.6/12
40/190
140/720

-
-
-

日本[17]

Japan

15
0.01b
0.01b
125

0.05b (Cr6+)
0.0005b

-

澳大利亚[16]

(健康 /生态调查值)
Australia

(Health/Ecological
investigation value)

100/20
300/600

20/3
1000/-

7000/200
100/1 (Cr6+)

15/1
600/60

法国[16]

(目标值 /干预值)
France

(Target value /
Intervene value)

19/37
200/400

10/20
95/190

4500/9000
-
-
-

英国[9]

Britain

20
-

1（pH = 6）
-
-

130
8
50

美国[18]

(生态筛选值 a)
U.S.A

(Eco-screening
value)

18
120
32
70

160
NAc
NAc
38

中国[19] (二级)
pH<6.5/6.5 ~ 7.5/>7.5
China(The second level)
pH<6.5/6.5 ~ 7.5/>7.5

40/30/25
250/300/350
0.3/0.3/0.6
50/100/100
200/250/300
150/200/250
0.3/0.5/1.0
40/50/60

表 2 各国农业土壤中痕量元素的限量值(mg kg -1)
Table 2 Limited values of trace elements in the agricultural soil quality standards

2 建立土壤环境质量基准的技术框架

环境基准是制定环境标准的基础和科学依据[12]，

两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和一定的数值关系。研究

者们对土壤环境基准的确立进行了大量研究并提出

了多种方法[20~22]。自 20世纪 90年代美国环保署提出

健康和生态风险的概念以来，基于风险的土壤环境质

量基准的研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环境风险评价

中基于污染物对保护对象的暴露浓度，通过剂量 -效

应关系推导出该污染物的影响程度，从而确定其风险

水平；而在确立基于风险的基准时，则基于既定影响

程度（为一定风险水平而不应超过的影响程度）通过

剂量—效应关系反推出污染物的浓度。利用风险评价

技术建立土壤环境质量基准，在数据的选择与分析方

面已形成较为标准的技术方法（图 1），且目标灵活多

样，可依据不同的保护程度（即风险水平）建立如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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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行动值、参考值及修复值等。这也与环境基准值不

是所谓的不产生不良或有害影响的最大单一浓度或

单一的无作用剂量，也不是超过该剂量或浓度就导致

不良或有害的效应，而是一个基于不同保护对象的多

目标函数或一个范围值[13]的概念相吻合。

综合调查
（土壤性质、
土地利用方式等）

人群结构及其可
接受暴露量

污染物暴露途径
暴露模型
及其参数

健康风险基准
（适用条件及不确
定性分析）

生态风险基准
（适用条件及不确定

性分析）

剂量 -效应关系
（污染物生物有效
性、生物种群结构）

预设污染物
污染效应

生态保护目标

保障农产品安全的
基准（适用条件及
不确定性分析）

污染物转移系数
（农作物种类及

结构）

食品安全标准或
食用农产品允许
摄入量

图 1 土壤风险基准值建立的技术框架
Fig. 1 The technological framework of deriving soil quality threshold

痕量金属元素均为自然生成物，在不同区域其环

境本底值差别较大，且其对敏感受体（保护对象）的毒

性不仅与其本身性质有关，还取决于其在环境中的存

在形态和介质条件，因此污染物毒性及敏感受体（保护

对象）的暴露途径是建立土壤环境基准的关键因素[23]。

由于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居住用地、工业 /商业用

地、农业用地等）保护对象及其暴露途径有很大差异，

土壤环境质量基准一般是依据保护对象分别建立。

2.1 健康风险基准的建立

在建立旨在保护人体健康的土壤环境质量基准

时，由于保护对象（受体）单一，且污染物对于受体（人

体健康）不良反应的毒性阈值（毒性）已明确，如世界

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国际癌症

研究总署（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RAC）及美国环保署的国家环境评估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NCEA）等权威机

构相继发布了不同人群对于不同污染物的可接受日

摄取量（tolerable daily intake，TDI）。故健康风险基准值

建立的关键在于根据不同的暴露途径计算出污染物

对于受体的暴露剂量，其暴露途径主要有摄取（通过

食物链或饮用水）、呼吸及表皮接触等。不同的土地利

用方式或保护群体（儿童、成年人或从事特定工作的

人群），其相应的暴露途径略有不同。如根据人体血铅

含量推导铅的健康风险基准时，居住用地考虑直接摄

入土壤和灰尘、饮食铅暴露（包括饮用水）、呼吸摄入土

壤和灰尘这三条暴露途径，而对于工业 / 商业用地则

只考虑直接及呼吸摄入土壤和灰尘两条暴露途径[24]。

建立健康风险基准值时需考虑污染物在环境介

质中的分配及迁移转化的过程、环境介质条件、暴露

途径等，为标准化其计算过程，欧美等国分别开发建

立了多介质多途径的暴露模型确定不同人群经口腔

摄入、皮肤接触、呼吸摄入和摄入污染蔬菜等途径的

污染物暴露量，如英国的 CLEA模型（contaminated

land exposure assessment）、加拿大的 SQGTG（soil

quality guidelines task group）模型、荷兰的 CSOIL

（contaminated soil）模型、德国的 UMS模型、欧盟的

EUSES （European union system for the evaluation of

substances）模型以及美国的 RBCA（risk-based correc-

tive action）模型等。建立基准值时首先依据土地利用

方式及保护群体确定污染物暴露途径，并依据模型选

取相应的参数进行计算。如加拿大的健康风险基准计

算模型利用日允许暴露量、环境本底暴露量、土壤分

配系数、保护群体体重参数、土壤直接摄入率、呼吸摄

入土壤率、皮肤接触土壤率、暴露时间、土壤环境背景

值等来计算，且按婴儿、幼儿、儿童、青少年、成年划分

不同保护群体，赋予各类参数不同值[10]。暴露途径、污

染物暴露年限及每日暴露时间、是否考虑非土壤来源

暴露途径（如除食物以外的其它消费品所带来的污

染）、毒理数据来源、可接受风险水平、土壤类型等因

素的差异造成了各国健康风险基准值的差异[14]。

对于镉、砷、汞等有害元素，其土壤中的浓度在达

到毒害植物之前就可使作物可食部分含量超过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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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而危害人类健康[25]，需从污染物在土壤—植物系

统中的迁移富集特点出发，通过估算人类食用农产品

的污染物摄取剂量（作物食用部分污染物浓度与食用

量乘积）或粮食安全标准等建立保障农产品质量与食

物安全的土壤环境基准值。建立不同食用作物对各污

染物的转移系数（bioaccumulation factor, BCF：指植物

吸收富集某污染物含量与土壤中污染物含量之比）数

据是推导此类基准值的技术关键。而植物对痕量金属

元素的吸收富集除与该元素在土壤中的含量及其对

植物的有效性有关外，还与植物种类、土壤性质及光

温等生态因素有关[26~27]。学者们通过模拟土壤化学、植

物生理等过程推算痕量金属在土壤—土壤溶液—植

物系统的迁移转运规律，建立了作物对污染物转移系

数的机理模型[28~29]；而将转移系数与显著影响植物对

痕量金属吸收的因子土壤 pH、有机质等进行线性回归

建立的经验模型，则简单量化了土壤性质与转移系数

之间的关系，且能较好地依据土壤性质预测污染物的

转移系数[30]。机理模型及经验模型的建立可将基于某

种土壤的转移系数外推到其它土壤类型，但由于污染

物转移系数与作物种类密切相关，推导土壤基准值时

对于 BCF的选取还需采取数理统计的方法：如取多个

作物 BCF值的 90分位值[31]或利用累计分布函数对多

个作物 BCF进行拟合后依据风险水平选取不同累计

概率下对应的 BCF[32]。

2.2 生态风险基准的建立

由于土壤属于高异质性介质，且生态受体（土壤

微生物、土壤动物及植物）数量众多，故生态风险基准

的建立远比健康风险基准复杂得多，目前也只有为数

不多的国家建立了生态基准，并基于此制定了旨在保

护生态安全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确定污染物的毒性，即毒性阈值是建立生态风险

基准的基础。痕量金属元素污染物的毒性 / 生物有效

性与污染物的化学形态密切相关，污染物在土壤中吸

附 / 解吸、溶解 / 沉淀、络合 / 解离等化学反应，以及

污染物的淋溶、挥发、径流、降解等物理 / 化学 / 生物

作用影响影响其毒性 / 生物有效性[14]，另外土壤质地、

土壤 pH、阳离子交换量（CEC）、粘粒含量（Clay）、土壤

有机质含量（OM）等亦是影响痕量金属元素毒性 / 生

物有效性的重要因子[33~34]。

传统的痕量金属元素污染物毒性测定多依赖于

化学分析，如利用强酸、弱酸、中性盐、螯合剂等提取

污染物的相应形态，从而评价其毒性 / 生物有效性的

大小。这类方法未考虑土壤类型及评价受体的差异，

缺乏生态与原位相关性。此方法也无法体现污染物在

土壤中随时间的变化性，如痕量金属老化。

生物测试是表征土壤污染物毒性最直观的标准

方法，主要有植物、微生物、土壤动物检测法[35]。实验室

人工污染为基础的生物测试是当前使用最广泛测试

方法，该方法通过污染物浓度与生物体效应之间的关

系计算出毒性阈值，毒性阈值通常以试验生物个体对

污染物的半数致死（效应）浓度（L(E)C50）、10%效应浓

度（EC10）、无效应浓度（NOEC）和最大可接受的毒性

浓度（MATC）等表示。生物测试能较为准确地表征污

染物的毒性，但由于供试土壤及生物体各不相同，不

同来源的毒性阈值存在很大的差异，如李波等通过生

物测试所获得铜在不同土壤中对大麦根伸长的 EC50

值在 67 ~ 1129 mg kg-1的之间[36]。利用生物测试获得

的毒性阈值建立土壤生态基准时需要对数值进行校

正，以消除不同土壤性质等引起的差异。

应用预测模型来评价痕量金属的毒性 / 生物有效

性是近几年新兴的研究方法，包括陆地生物配体模型

（t-BLM）等机理模型及经验模型。t-BLM通过研究土

壤痕量金属的化学形态与其生物效应、土壤理化性质

（包括竞争性离子 Ca2+、Mg2+等）与金属形态、土壤理化

性质与痕量金属引起的生物效应等之间的关系，确定

影响土壤痕量金属生物有效性 / 毒性的主控因子（土

壤性质和痕量金属形态两个方面），并将其关系表征

量化。Thakali等建立了大麦根伸长的 t-BLM 并将其

用于预测土壤中铜、镍对大麦根伸长的毒性[37]，随后又

将建立的 t-BLM扩展到了预测铜、镍对植物、土壤动

物和土壤微生物的毒性[38]。Lock等通过石英砂、营养液

及人工和田间土壤的 14天暴露试验研究，建立并验

证了预测土壤中钴对蠕虫（Enchytraeus albidus）急性

毒性的 t-BLM[39]。尽管 t-BLM在实验室条件下已取得

了较好的预测效果，其理论还存在一定的缺陷，且土

壤或沉积物中痕量金属生物毒害的影响因子远比水

体复杂，t-BLM在自然环境中的实际应用还需验证和

完善[40]。相比于机理模型，经验模型的建立则简单得

多，通过选取多种类型的土壤在同一条件下进行生物

毒理学实验，而后将毒性阈值与土壤理化性质参数

（pH、CEC、OM等）进行回归分析，建立表征土壤理化

性质参数与痕量金属生态毒性之间关系的经验模型。

Rooney等利用欧洲土壤的毒理学数据，建立了铜、镍

对西红柿生长和大麦根伸长毒害的经验模型 [41~42]，李

波等基于中国土壤建立的铜、镍对大麦根伸长、西红

柿及小白菜生长毒害的经验模型，能较好地预测铜、

镍在中国及欧洲土壤中的毒性；同时汇总中国和欧洲

土壤的毒性阈值及土壤性质参数，建立了一个更加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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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适用的经验模型[36,43]。毒性预测模型的建立有助于推

导适用性更强的区域性的或对应土壤类型的土壤环

境质量基准。

目前，绝大多数的生物测试都是在实验室中利用

有限物种进行的，各国学者建立的毒性预测模型也只

是基于有限物种[36,41~43]，而建立土壤环境质量基准应考

虑污染物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影响[44]。因此，研究者们采

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将有限的毒理学试验结果及预测

模型外推到实际生态系统中，物种敏感度分布法[45]

和评估因子法[46]是两种最常见的外推方法。

物种敏感性分布法（species sensitivity distribution，

SSD）假设生态系统中不同物种对某一污染物的敏感

性（EC10、L(E)C50等）能够被一个分布所描述，通过生

物测试获得的有限物种的毒性阈值是来自于这个分

布的样本，可用于估算该分布的参数[45]。可选用不同的

累计概率分布函数，如 Log-normal、Log-logistic、

Log-triangular及 BurrⅢ[47~49]等拟合计算函数参数，依据

求出的概率分布模型，定义危害浓度（hazardous con-

centration，HCp），即污染物对生物的效应浓度小于等于

HCp的概率为 p，在此浓度下，生境中（100-p）%的生物

是（相对）安全的，通常以 HC5作为危害浓度值[45,48]。虽

然选择保护水平是政策决定，但它反映了统计考虑

（HCp太小，风险预测不可靠）和环境保护需求（HCp

应尽可能地小）的折中[50]。利用 HC5即可推导出用于

生态风险评价和环境质量标准制定的预测无效应浓

度（predicted no effect concentration，PNEC）[45]。自 20世

纪 70年代末，SSD法已被国际上多个国家和机构确立

为制定环境质量标准的方法。

当可获得的毒性数据较少时，PNEC 的推导通常

是应用评估因子（assessment factor，AF）法，即由某一

最敏感物种的急性或慢性毒理学数据除以评估因子

（AF）来得到 PNEC[46,51]。AF主要依据物种数目、评价终

点、测试时间等确定，对于急性毒性数据 AF通常取值

1000，慢性毒性数据则依条件取值 10、50、100等[52]。评

估因子法较为简单，但在因子选择上存在着很大的不

确定性[51]，瑞典和挪威的土壤生态基准值即基于此法

推导[53]。

3 我国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存在的问题
及发展趋势

我国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于 1995

年 7月 13日正式发布，该标准的制定体现了当时的

最新科研成果，统一了全国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为我

国的土壤环境污染研究、土壤环境质量评价、预测等

提供了科学依据，促进了土壤资源的保护、管理与监

督，对提高土壤环境质量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科

学技术水平的限制，该标准在制定时基本缺乏土壤环

境质量基准的指导，存在着诸多的缺点和不足，已无

法适应新形势下土壤环境保护工作的需要[54]。众多学

者也对我国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体系存在的问题进行

了探讨[55~56]。总体看来，我国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主要

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标准以土壤应用功能

分区分级制定，主要基于对农业用地的保护，未有针

对具体保护对象的多目标限量值。土壤的功能不仅局

限于为人类生产食物和纤维，更重要的是维持地球上

的生态系统[57]，因此在制定土壤环境质量标准时应同

时考虑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系统的保护。应划分典型的

土地利用方式，分别考虑土壤污染物对生态受体的毒

害效应及人体暴露于土壤污染物的健康风险，建立多

层次标准值[57~59]；（2）标准过于统一，缺乏区域性的或

土壤类型对应的标准，可操作性较差：如《土壤环境质

量标准》中痕量金属元素的一级标准值依据土壤中该

元素背景值制定。而我国地域辽阔，元素背景含量变

化范围较大，如 A层土壤中镍的背景值为 7.7 ~ 71.0

mg kg-1，其中位值、75 分位值及 90 分位值分别为

24.9、33.0及 42.4 mg kg-1[60]，现行土壤镍标准中的一级

标准值为 40 mg kg-1[19]，大于镍背景值的中位值但小于

其 90分位值，表明有 10%以上地区在未受任何镍污

染时，土壤中镍含量已高于一级标准值，而在低背景

区，即使土壤受到一定程度的镍污染，仍符合一级标

准，不利于污染防治和土壤保护[61]。影响土壤形成的自

然条件（如地形、母质、气候、生物等）差异很大，土壤

种类繁多，过分统一的土壤质量标准无法体现土壤高

度异质性对污染物毒性的影响[62~63]；（3）污染物形态单

一，部分标准值设置不合理：现行标准中的痕量金属

元素均以总量为指标，并未考虑其在不同类型土壤中

的毒性差异，无法准确判定土壤痕量元素的真实污染

情况。如万洪富等分别以《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二级标

准和《食品中污染物限量》评价广东省珠海市的土壤

（pH = 5.71）及部分作物中铅、镍、镉的污染状况，发现

作物中铅含量超标率达 3.90%，而土壤中铅含量超标

率仅为 0.13%，土壤中镍含量超标最严重，高达

23.23%，但作物中镍未有超标现象。表明在此土壤中

同一元素的土壤和作物两者之间超标率并不一致，甚

至相互矛盾[64]。（4）缺乏土壤环境基准的系统研究，尚

无完善的标准制定程序 [54]：我国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GB15618-1995）是十几年前在基础数据不很完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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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制定的[65~66]，基本缺乏土壤环境质量基准的指

导[65]。以保护生态系统、人体健康为目标而确定的土壤

污染物临界含量（基准值），是制定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的基础依据[59]。根据科学统一的技术框架开展土壤污

染风险评价，分别建立土壤健康基准与生态基准，依

据不同的基准值制定基于风险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已成为国际发展趋势[67~68]。我国在土壤污染基础调查、

污染土壤修复技术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土壤污

染风险评价还处于起步阶段。目前有关土壤污染物风

险评价的研究多集中于评价方法的评述[69~71]，虽然也

有部分针对具体土壤的风险评价案例，但基本上都是

以当地土壤的背景值或引用国外的标准值作为评价

标准[72~74]，并不能准确反映我国土壤污染的真实情况。

李波及其研究团队通过广泛采集 17种代表性的中国

土壤，选取不同灵敏性的植物品种和微生物作为测试

生物进行了规范的生物测试，获得了大量可靠的毒理

学数据。建立了铜、镍对植物及土壤微生物的毒性预

测模型[36,43,75,76]，为我国土壤中铜、镍的风险评价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也为土壤中铜、镍生态基准值的建立提

供了数据基础。

4 结语

欧美等国多是结合土壤风险评价的实践开展了

土壤环境基准的系统研究，并逐步建立起较为完善的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体系。我国现行的土壤环境质量标

准在制定时基本缺乏土壤环境质量基准的指导，存在

着诸多的缺点和不足，已无法适应新形势下土壤环境

保护工作的需要。应选择性地借鉴国际先进方法与经

验，大力开展我国土壤环境质量基准的研究，同时建

立科学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制定程序，为我国土壤环

境质量标准的修订和执行奠定科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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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Prospect on Soil Quality Benchmark for Trace Elements

WANG Xiao-qing1, 3, MA Yi-bing 2,*, HUANG Zhan-bin 1

(1.School of Chemica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2. The Key
Lab of Crop Nutrition and Fertilization of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3.Deparment of Environmental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Luoyang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uoyang 471023, China.)

Abstract: Soil quality standard is the limited value of contaminant in the soil, and soil quality benchmark is correlated

with soil quality standard necessarily and numerically.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on soil

quality standard in different countries. The relationship of soil risk assessment and risk-based soil benchmark

establishment was expounded. On this basis, the problems of current soil quality standard in China were indicated. At

the same time, the trends of soil quality benchmark and revision, enactment of soil quality standard in China were

summarized.

Key words: Soil; Risk assessment; Soil quality standard; Soil quality benchmark; Trace element me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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